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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元代以来，藏传佛教广泛在西藏以外地区传播，带来了独特的宗教理念和宗教艺术。

江南地区寺塔林立，在上海佛塔“天宫”、“地宫”出土的佛教文物中，诸多藏传佛教文化元素，从较早

的元代一直延续到清代。这些文物是藏传佛教在江南地区传播的实证，对其性质的分析研究，可以了

解元明清时期汉藏文化的融合方式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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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佛塔在修葺过程中“天宫”、“地宫”

都有佛教文物出土。而所出元明清时期藏传佛教

文物，既有属于藏传佛教本身所遗留的，亦有仅

仅是吸收了藏传佛教风格的器物，这些文物主要

见于松江圆应塔和嘉定法华塔，它们是研究藏传

佛教在江南地区传播的实证。

松江圆应塔，又名崇恩塔、延恩塔，俗称西林

塔。此塔发现有塔刹宝瓶和塔刹覆盆下两个天宫

及地宫，在地宫中有两块石碑。发掘者考证，南宋

咸淳年间（1265—1274年），圆应睿禅师曾在此地

建“接待院”，后毁于元代。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僧人淳厚在接待院废址上重建圆应塔。到了

正统九年（1444年），僧人法杉将塔迁建于大雄宝

殿后。明正统十年（1445年）六月曾开启地宫，将

装藏在洪武年间原天宫和地宫中的封藏品移入

新建地宫中。正统十三年（1448年）十二月初八日

竖立塔心木并封存天宫。后经明万历四十一年

（1613年）、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清乾隆五十

八年（1793年）、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等多次重

修［1］。此塔的修整记录和不同时间封藏的供品保

存都较为完整。从建立地宫和天宫的记载分析可

知，现发掘的地宫为明代正统年间的封藏，地宫

内物品除了正统年间封入的，还包括了明代洪武

年间原塔地宫和天宫中的入藏品，文物的时间跨

度较大。所出经过整理和公布的文物中有多件为

藏传佛教造像和法器，对研究元明清时期藏传佛

教在松江地区的传播意义重大。

嘉定法华塔又名金沙塔，始建于元代，明万

历三十六年（1608年）重建。1996年对佛塔进行修

缮的过程中，发现元代及明代两个地宫及天宫。

同样，法华塔天宫、地宫所藏亦置入前代旧藏，不

少藏品时代早于地宫和天宫的封藏年代［2］。

一、铜鎏金观音菩萨像与铜鎏金金刚铃

铜鎏金观音菩萨像出于松江圆应塔地宫［3］，

高 14、座宽 11厘米（彩插五：1）。菩萨头戴五叶花

冠，中驻化佛，天衣薄裙，丰胸细腰，游戏坐于仰

覆莲座上，仰覆莲座装饰宽莲瓣和上下联珠纹，

为典型的藏传佛教造像。

观音造像的游戏坐样式或来自汉地造像中

的水月观音和自在观音，同样式的造像并不少见

（彩插五：2），最具断代比照的是内蒙古自治区博

物馆藏铜观音菩萨像（彩插五：3），此尊铜观音菩

萨像 1958年出土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黑

水城，为标准的“汉—藏式”元代造像［4］。对比两尊

观音菩萨像可以发现，黑水城出土像运用了更多

镶嵌宝石的藏族装饰手法，但造像体态却受到更

多汉传造像的影响；圆应塔造像衣纹采用了萨尔

纳特造像手法，整体的妩媚神态受到了尼泊尔造

像风格的影响，应该是一件制作于 13世纪，带有

尼泊尔造像风格的藏传佛教造像。

与铜鎏金观音菩萨像同出一件铜鎏金金刚

铃，两件器物铜质和金层非常类似，应是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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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更有可能是同时铸造的（彩插五：4）。这件

金刚铃长23、铃口直径7厘米。造型上为五钴金刚

杵，杵把较长，铃体直身、八面微微起瓜棱形，这

种铃的形制并不利于发声，更适合于供奉。

值得讨论的是铃体上铸刻的图案，铃体八瓣

分别是四位天王、两件独钴杵、两件三钴杵，天王

与金刚杵相间排列（彩插五：5）。天王形象为站立

持各种法器，戴头盔、穿甲胄、束腰带、配腰刀。所

穿铠甲非常有特色，形似外套，下摆长过膝部并

向外展，在身体的两侧还有从双肩挂下的帔帛，

一直垂到脚边翻卷向上。脚穿藏靴，以两脚八字

外翻的姿势站立，其中一位天王的腰间横着一柄

弯刀（彩插五：6）。这种“襟下部有宽敞镶着长边

的铠甲”装束和“佩戴弯刀”组合的形象，被称为

“兜跋天王”，应该指的是受到吐蕃文化和造像艺

术影响的天王造型［5］。显然这件铜鎏金金刚铃保

留了吐蕃造像的风格和特点，制造时间应该早至

13世纪。这一点与上述观音菩萨像是一致的。

二、铜鎏金祖师像

铜鎏金祖师像出于松江圆应塔地宫（彩插

五：7）。高 15.7、宽 12.8厘米。造像现僧人本相，结

跏趺端坐于莲花座上，双手置胸前结说法印，手

心各执一莲茎，莲茎由肘部逶迤向上，于肩部敷

出莲花，左肩莲花上置经卷，右肩莲花上现花蕊。

造像外部原有的鎏金已大部分剥落。仰覆莲座下

封藏底板深入底部腔体约 3厘米，上有刻铭不可

全释，可见有：“西林禅院僧□□/四十一保董字图

□/奉佛弟子□□敬/□□男顾忠/顾恩。”底部封藏

底板内嵌较深，不在原来应该的位置上，说明原

始封藏已经失去，所见刻了铭文的封藏板是后来

重新加封的。

藏传佛教讲究师、佛、法、僧“四皈依”，祖师

在藏传佛教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功用，祖师造

像也受到特别重视。这尊藏族上师像，脸部特征

和发式具有明显的写实风格，寸头短发，双耳位

置靠上，鼻直而翼宽，嘴唇较厚，前额宽平，表现

了尊者的聪明睿智，体现出藏民族的审美特色。

祖师手中的花茎装饰都具有 14世纪藏传佛教造

像的特征［6］，台座样式、风格与故宫博物院所藏元

大德九年（1305年）造文殊菩萨像如出一辙（彩插

五：8）。特别是祖师的衣着：内穿无袖孔背心，背

心在胸前叠成V形领口状，左边又披上了一条又

宽又长的披肩作为袈裟，没有穿腋下褶，披肩也

只留在左肩及身后，而没有搭上右肩。这是一种

非常特殊的穿着方式，与《碛砂藏》中《大般若波

罗蜜多经·卷一》插图中萨迦僧人形象一致（图

一）［7］。同样的祖师形象和风格在萨迦地区出现更

早，如西藏博物馆所藏13世纪唐卡上的八思巴像

图一// 《碛砂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中萨迦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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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插五：9）。
蒙古王室对各种宗教态度宽柔，特别是对西

夏佛教和西夏僧人［8］。曾经有许多所谓的色目人

阶层的西夏僧侣被政府派驻江南，领江南地区宗

教事务。杭州飞来峰藏传造像就是由西夏入元官

员杨琏真伽完成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福建

泉州清源山同样有蒙古人与西夏人施造于至元

二十九年的碧霄岩藏传佛教三世佛，其造像作法

与在杭州西湖东南岸紫阳山宝成寺三世佛风格

相似。留存于江南的这些由西夏入元官吏参与的

造像，为藏传佛教造像风格由西夏至元的演变留

下了踪迹，这些造像也更多继承了西夏的传统风

格［9］。据《碛砂藏》愿文记载，元代补刻经典完成于

元大德十年至十一年（1306—1307年），与此相对

应，这尊祖师像应该是一件14世纪上半叶具有藏

传佛教萨迦风格的造像。

著名的《碛砂藏》题记曾多次提到一位对佛

经刊印做出过很大贡献的人物——松江府（治所

在今上海市松江区）僧录管主八（又作管主巴）：

“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舍利

塔寺永远流通供养”［10］，他是当时许多中级地方

僧官中的一位，地位并不高，大约是来自藏区的

众多萨迦派僧侣之一，史书中也不见记载，但他

以河西字（西夏文）雕印刊刻了大量的单行经本

及大藏，并施于宁夏、永昌、沙州等路（银川经武

威至敦煌），并装印西蕃字（藏文）经文，散施于吐

蕃等处［11］。从管主八生活在元代、供职于江南、通

晓西夏文和藏文的情况看，他可能是一位原籍西

夏的藏传佛教僧人，被元朝政府派于松江地区掌

管僧事，《碛砂藏》由于有松江府僧录管主八的参

与和主持，带上了官府介入的性质［12］。另外从注

重“秘密经”的刊印来看，他至少是一位显、密双

修的僧人，并将藏传佛教中的密宗部分带到了松

江地区。同时，有记载显示管主八还从大都的“弘

法寺”得到过刻经范本，说明松江地区当时在宗

教事务上与大都保持着一定的联系［13］。

三、青田石佛像

青田石佛像出于圆应塔地宫。通高13.8、座宽

9.3、像高 10.5、像宽 7.3厘米（彩插六：1）。佛像结

跏趺坐，左手禅定右手触地，身着右袒袈裟，衣边

装饰云纹与联珠纹。佛像发髻高耸、顶驻髻珠，右

臂袒露、粗壮饱满，衣着体型都符合藏式造像仪

轨。造像主体与仰覆莲佛座同质不同色，颜色上

浅下深，富于装饰，之间以上下四小孔加榫固定。

底座刻铭“大都佛儿张造□”，大都即元大都，“佛

儿张”应该是张姓造像者的谦称，这在当时是一

种常见的现象，表示造像者的虔诚。

此尊青田石佛造像与故宫博物院藏元惠宗

至元二年（1336年）造佛像（彩插六：2）风格一致。

两尊造像在佛发式、衣边联珠纹、仰覆莲台座上

下缘联珠纹等处稍有不同，铜质造像表现得更加

细密精致，这是由于材质、铸造与雕刻方法不同

造成的。上海博物馆藏元代青白釉药师佛像也是

一尊具有同样风格的造像，像高 41.3厘米，发髻

顶端的髻珠呈火焰珠样，手臂与手腕均戴着臂钏

和手镯，这些都是元代藏传佛教造像的特色（彩

插六：3）。此类造像的粉本基本一致，应该来自元

代朝廷为推广藏传佛教专门成立的梵像提举司。

元代于1267年定都［14］，至元七年（1270年）封

八思巴为帝师，赐以玉印，并在大都设立宣政院，

令八思巴统领天下释教与西藏地区军政事务。至

元十二年（1275年），元代朝廷在工部下设立诸色

人匠总管府，下统梵像局等十八个司局，授尼泊

尔建筑师、美术家阿尼哥（Anigo，1244—1306年）

为总管。延祐三年（1316年）升梵像局为梵像提举

司，阿尼哥和徒弟刘元（约1240—1324年）分领梵

像提举局（司）。阿尼哥将尼泊尔纽瓦尔艺术和萨

迦寺、夏鲁寺为代表的造像风格引入了大都（图

二），为之后金铜佛像融合汉藏艺术元素形成一

种新的风格样式创造了条件。在跟阿尼哥学塑梵

像的弟子中，技艺最精湛的是汉人刘元，他官至

正奉大夫秘书监卿，人称刘正奉。

阿尼哥、刘元创立了独特的尼—藏—汉结合

的造像风格，并成为元代大都造像及皇室造像的

规制。之后的梵像提举司继承这一风格，在至正

五年（1345年）完成了大都居庸关云台的大理石

佛像，成为最具“大都造像风格”的范本（图三）。

从此西藏艺术及装饰也成为了当时社会主流的

审美倾向，八吉祥、八瑞相、仰覆莲花、六孥具都

成了大众喜爱的流行图案，生活美术中也融入了

大量藏传佛教元素。在云台的券壁内还刊刻有

汉、藏、八思巴、西夏、回鹘、阑札体梵文等六种文

字刻写的《尊胜陀罗尼经》，以期禳灾延寿、吉祥

兴旺，这是元朝政府利用藏传佛教巩固各族群大

一统归属感的表现，甚至被推见为“五族共和”的

更早源头［15］。元代宫廷梵像提举司创造的“西天

梵相”样式成为元代汉藏艺术的典型风格，这其

中包含了传承自西夏的元朝风格、阿尼哥代表的

尼泊尔纽瓦尔风格、刘元带入的汉地风格、西藏

萨迦派和噶举派代表的卫藏风格，这些都为元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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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的“汉藏艺术风格”奠定了基础，并引领了以

后的明代“御用监佛作”与清代“造办处”，使得皇

室藏传佛教造像的传承体系化，为藏传佛教艺术

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保证。

从元惠宗至元二年造佛像、松江圆应塔青田

石佛像、至正五年北京居庸

关云台大理石佛像三者对

比可见，青田石佛像的躯体

和手势与至元二年造像接

近，而面部开相则与云台大

理石造像更相似。可以推定

其制作时代介于二者之间，

是一尊标准的大都（北京）

地区 14 世纪中叶“藏—汉

式”佛造像。

阿尼哥、刘元相继去世

后，由阿尼哥之子阿僧哥、

阿述腊以及刘元的张姓徒

弟等继承并延续阿尼哥的

造像及建筑传统。阿僧哥被

授大司徒，阿述腊任诸色人

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刘元的

张姓徒弟约在1324年后继刘元任职梵像提举司，

人称张提举，活跃于 14世纪中叶。张提举是否就

是“佛儿张”，或两者有何关联，值得进一步考证，

但圆应塔青田石佛像的样式粉本来自于元朝宫

廷梵像提举司是无疑的。

四、铜鎏金释迦摩尼像

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像出于法华塔天宫中，据

发掘者描述，佛像出于一件木匣中，在佛的两侧供

奉有一对木花瓶，并插有花束，坐像前有瓷香炉，

炉内装满香灰（图四）。在天宫中还有四组类似规

格和组合的木匣供奉，以及大量经书、古籍［16］，这

应该是一个仪轨相对完善的天宫。

佛像通高 23.8、座宽 17厘米。高罗髻、大髻

珠，宽胸束腰，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上，施释迦摩

尼触地降魔印（彩插六：4）。相较于圆应塔所出青

田石佛像，此像胸部较平伏，腰部收分减小，衣边

联珠纹变得细小密集，袈裟搭上右肩，这些都是

更加汉化的风格倾向，因为此时已经有更多来自

藏区的喇嘛穿行于皇室上层和社会基层之间，将

这种宗教及艺术的影响扩张到了社会各层面。早

期风格中来自尼泊尔纽瓦尔与萨迦样式的因素

逐渐隐去，汉地因素逐渐增加。此尊像汉风明显，

时代应该在14世纪下半叶，同样为大都风格汉—

藏式造像。

另外，从出土现状可以看见，在木匣上有“弟

子任……”墨书。任氏为元代上海地区的名门，家

族中最著名的是元代水利家、画家任仁发

（1255—1328年）。这个家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多

图三// 北京居庸关云台遗址佛像，元至正五年（1345年）

图二// 西藏夏鲁寺纽瓦尔风格壁画（约1303-13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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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通婚家庭，任仁发之子任贤德（1289—1345
年，也擅长水利家传之学）的两个儿子都娶了蒙

古人为妻。长子任士质，娶了蒙古必阇赤高时中

之女；次子任士文，娶南安路达鲁花赤别里怯的

孙女钦察台氏守真荣（1317—1353年），而守真荣

的母亲是畏吾氏。任仁发弟弟任仲夫的次子陈明

（1286—1351年，因过继给姑父陈勇遂改姓陈），

有继室色目氏，陈明的一个女儿回嫁蒙古氏［17］。

虽然任仁发本人信仰道教，但在这样一个多民族

大家庭中有藏传佛教的信仰是不可避免的。在

1952年上海市青浦任氏墓地出土物中，有一套极

具风格的金累丝嵌宝首饰，其中的一件帽花为金

刚杵形（彩插六：5），是典型藏传佛教文化样式的

饰品。这种将藏传佛教纹样加入到日常用品的现

象，在明代更加普遍。

五、铜鎏金佛三尊

在圆应塔地宫北面第三层的供台正中供奉

有一式三件的铜鎏金佛像，佛作禅定印，面相方

圆宽厚，结跏趺坐。此三尊造像衣着为汉式垂领

袈裟，而发髻则保留了元代藏传佛教风格，螺发

凸起，高肉髻并顶严髻珠。具备了明代初期汉藏

风格造像的特点。

明代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与元代有所不

同，明初皇室曾在都城南京附近大规模造塔建

寺，迎请诸多不同派别的藏僧、法王甚至印度僧

人进入传法，不再唯萨迦一派为重。由内地元末

明初寺院的佛教高僧们，再将元代的内地藏传佛

教与后入汉地的其他藏传佛

教派别相结合，并继续推广发

扬。藏传佛教艺术也随之在内

地大为发展，生根发芽，成为

汉、藏艺术交流的黄金时期。

自吐蕃以来，特别是元代藏传

佛教及其艺术的传播，主要以

萨迦为主流的藏传佛教艺术

早期多为直接引入西来风格、

后期逐步融进汉地传统，而明

代初年由于对元代寺院的不

断修缮和修正，造像艺术渐渐

消弭了汉、藏间鲜明的区别，

完成了汉地藏传佛教艺术风

格的柔性转变，从明初直到永

乐、宣德形成了个性风格的完

善，造像艺术走向一个高峰，

在皇室主导的双向文化传播

中得到认可并反哺藏地。

据《松江府志》等记载，上海地区在明代确实

有藏传佛教的传播及影响。《珠里小志》卷六“寺

庙条”所记颇为详细：“慈门寺，在（朱家角）放生

桥南，旧名明远，元时建。明嘉靖时遭倭寇，毁于

火。万历二十七年，僧湛印偕性潮请于上舍诸从

礼、秉礼，得地十亩，席、许、翁、万四商捐资兴建，

三十九年，赐额‘护国明远慈门寺’，并赐乌斯藏

大士像一尊、经十二部、乃构阁以贮之。南京刑部

侍郎陆彦章颜曰‘普慈’。”［18］以上记载表明，慈门

寺初建于元代，一般来讲，汉传寺庙的建立往往

寻找旧寺故地以彰显传承，而元代敕建佛寺则大

都是新建寺院，在建筑形式和造像配置方面也会

具有鲜明的藏传佛教特点，以表示与汉传佛教传

承上的区别。所以慈门寺在元代建造时就完全有

可能是一座藏传寺庙，只可惜“遭倭寇，毁于火”

不得再见其当时的寺院格局和建筑特色。明代慈

门寺复建于原址，并且得到的赐额是“护国明远

慈门寺”，护国之名表达了受到皇室支持的背景，

而将原寺名“明远”加在“慈门寺”之前，表达的是

一种对寺院传统的继承。所以该寺仍有可能是一

座藏传寺庙，因为明代建寺多数沿用旧寺，以助

相互融合。即使不完全是一座藏传寺庙，也至少

继承了部分藏传佛教的传统，这样才可能受赠

“乌斯藏大士像”并“构阁以贮之”，乌斯藏可泛指

西藏地区，也可专指西藏的卫藏地区，而“乌斯藏

大士”应该是一尊藏传佛教菩萨像。这些都说明

图四// 上海法华塔天宫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像出土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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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的寺塔在明代仍有延续信奉藏传佛教

的传统，至少是能接受藏传造像在寺庙中供奉。

六、金佛像、铜佛像及圆盒铜佛像

圆应塔塔刹宝珠内出有一件主心木塔藏组

合，铜质、圆筒形，上小下大包裹中心木柱。通常

在塔刹天宫或塔刹宝珠内的木质中心柱上，为了

加固和防腐朽会以铜质包裹，称为“主心木铜

箍”，有时会在铜箍上刻绘装饰图案。圆应塔宝珠

内的这个铜箍比较特别，通体装饰了多层各式造

像和佛经、钱币等，形成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型塔

藏供奉组合（彩插六：6），供奉内容以佛教为主，

还夹杂了诸如魁星、寿星、禄官之类的民间崇拜

题材。这是一种民间崇拜与佛教崇拜相融合的现

象，在宋代之后的佛教中普遍存在，也是南方诸

教混杂、以及民间随意性较强的表现。

在这一组合中，有一套福禄寿喜造像，分别

安置在单独的盒龛中，福字盒龛中的主尊为独占

鳌头的点斗魁星；禄字盒龛中的主尊是送子观音

菩萨；寿字盒龛中的主尊为一尊金佛像；喜字盒

龛中是一尊禄官坐像。这样的组合带有民间信仰

中的喜庆和功利色彩，并不完全符合佛教仪轨。

魁星占了福龛，观音菩萨供在禄龛里，禄官则坐

在喜龛中，而且在魁星和观音菩萨的龛中，还附

带了翡翠、珊瑚、海螺之类的小件供养［19］，显得更

注重“高中科举”、“善得子女”的祈愿。

在圆应塔塔刹宝珠内还发现一件铭记银版，

记载了对“圆光宝顶”的修复过程（图五）：

西林圆应塔自前明正统间移建大/殿后

迄今垂四百载往者修葺不一/瓦石铁木之工

各有更新惟圆光宝/顶仍其旧己亥秋七夕娄

邑七善信/各奉其太夫人之命合志重修尽撤/

砖木下相轮之缺者遂移驻宝顶於/殿上大众

瞻视见铜质为风雨摩泐/日久朽坏召工更铸

阅月告成爰取/旧所贮银镌佛像及纪工牌仍

纳其/中风摩铜一丸仍安於顶复造鎏金魁星

一尊像文明也白衣大士一尊/毓贤嗣也莲台

藏佛一尊仗佛力垂/永久也俱缄於匣位置中

心将以九/月十四日第一层工竣鸣钟鼓而合/

兴焉衲惟庄严法界以浮图为大浮/图之巍焕

尤以宝珠为第一义今诸/太夫人以大愿力发

佛毫光大地三/乘畴不顶礼是不可无纪爰造

银纸/泐而藏之以念来者衲之职也考旧/顶作

於正统十三年及道光己亥计/三百九十二年

今是顶圆成较前工/质既纯且重其历算更卜

绵远云

大清道光十九年九月日

西林禅寺住持僧先传记

以上所记为道光十九年（1839年）由当时松江七

位佛教信徒，奉各自的女性长辈“太夫人”之命合

资重修之事。其中对三尊造像做了重点的记录：

复造“鎏金魁星”一尊，“像文明也”；“白衣大士”

一尊，“毓贤嗣也”；“莲台藏佛”一尊，“仗佛力垂

永久也”。这分别就是福龛中的魁星像，禄龛中的

白衣观音像，寿龛中的金佛像，“莲台藏佛”指的

就是莲花座藏传佛教佛造像。此尊佛像金质，通

高 9.7、佛像高 3.8厘米。佛尊螺发高肉髻，顶有髻

图五// 上海松江圆应塔塔刹宝珠内出铭文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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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身穿右袒袈裟，明显是一尊藏传佛教风格的

造像。左手托金刚杵，右手施触地印，这标识是为

一尊东方不动阿閦佛（彩插六：7），阿閦佛，在五

方坛城中主东方，又称不动佛，金刚杵即为其标

识，因发掘报告尚未发表，不知当时发掘现场是

否以此尊向东，若确向东则更符合藏传佛教之仪

轨。此像有多层台座，佛坐于仰覆莲座上，下再承

仰莲、须弥座，这多层高莲台正是银版中特意强

调莲台藏佛之“莲台”，造像者认为这样的高莲台

以及藏传佛教造像具有更强的加持、更久的法

力，即可“仗佛力垂永久也”。在佛像的背光后有

发愿文：

信士陈祖绶为/母亲郭氏庚年八十岁时

患/痢疾仰祈/佛力得保安康供养/圆应塔中吉

祥如意/道光十九年八月日

可见此像完成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八月，比

银版略早一月，是为圆应塔塔刹宝珠特制的。另

外，在佛座下还有铭刻“云间秦载铨造”，说明这

是一尊在松江当地铸造的藏传风格佛造像，这与

地宫所见藏传佛教造像有所不同，这种本地化的

情形所反映的是在清代的松江抑或江南地区，藏

传佛教造像或是藏传佛教信仰及艺术品的创作，

在经过数百年的积淀后，已经渐渐更加细腻地渗

入了普通信众的世俗生活中。由开始的皇室贵胄

主导信仰，转为了庶民百姓的社会风尚。

除了主心木塔藏组合外，在塔刹宝珠中还有

不少其他供奉品，计有各类佛像、观音菩萨像、玉

雕人像、铜盒、铁盒、铜印、铭文木版、铭文银版、

钱币等［20］。从发表资料看至少有两件造像与上述

金阿閦佛像相仿，一件是铜无量佛像，另一件是

铜盒及佛像，都是具有藏传佛教风格的清代本土

造像。

综上所述，上海地区佛塔遗留佛教文物中包

含有藏传佛教文化元素，而且从较早的元代一直

延续到清代。各个时代的造像内涵和遗留方式有

所不同，反映出的是各朝代藏文化融合方式、融

入程度的不同。

元代江浙地区，曾被蒙古统治者视为“江南

蛮子地方”。宿白先生曾经论证过这样一个史实［21］，

南宋少帝曾被流放于远离大都的平稳后方藏地，

而不得宠的萨迦高僧被流放于同样远离大都且

富裕的江南，这应是江南地区与藏地关系史上的

重要一笔，又同时是元官修史籍时所避讳的一

段，由此形成了江南地区与西藏地区的一种独特

的交往关系，这种交往在明、清直至民国一直都

没有间断［22］。

由于藏传佛教在元明清朝都是上层社会笃

信的宗教，从元代独尊萨迦、到明代各藏传佛教

宗派林立、再到清代确立四大活佛分别掌控不同

地区佛教事物，元明清政府的宗教传统并不完全

延续，所以许多藏传佛教寺院及宗教文化遗址和

遗物并不续存。江南地区除《碛砂藏》、杭州飞来

峰石刻造像、宝成寺石刻造像外，几乎难以有新

的发现。上海地区佛塔中的发现不仅难能可贵，

同样也为藏传佛教在江南地区的传播提供了实

证。

［1］［20］谭玉峰等：《上海松江圆应塔珍藏文物及碑文考

释》，《上海博物馆集刊》2002年第9期。

［2］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嘉定法华塔元明地宫清

理简报》，《文物》1999年第2期。

［3］上海博物馆：《古塔遗珍》，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4年，第

66、96-109页。

［4］黄春和：《藏传佛教艺术鉴赏》，华文出版社 2004年，第

75页，彩图25、26。
［5］〔日〕松本文三郎著、金申译：《兜跋毗沙门天考》，《敦煌

研究》2003年第5期。

［6］徐汝聪：《一件珍贵的藏传佛教祖师像》，《东南文化》

1998年第2期。

［7］［21］宿白：《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文

物》1990年第10期。

［8］国家图书馆所藏西夏文佛经曾经明代修补，说明明代

佛教对元代佛教的继承甚至包括了对西夏佛教的保

存。参见王菡：《元代杭州地区刊刻<大藏经>与西夏的

关系》，[EB/OL] [2011- 04- 28]http://www.nlc.gov.cn/ne⁃
whxjy/wjsy/yj/gjyj/201104/t20110428_42218.htm.

［9］谢继胜等：《飞来峰造像：江南藏传佛教艺术》，浙江古

籍出版社2010年。

［10］管主八之名与吐蕃文“通经大师”（Bkah hgyur pa）的译

音相同，一度掌管江南松江府地区的释教事物，加号

为“广福大师”，其子管辇真吃刺，加号“永光大师”，直

到元末仍定居于江南，并继承父业，致力于佛藏的刊

印。参见徐汝聪：《一件珍贵的藏传佛教祖师像》，《东

南文化》1998年第2期。

［11］王静如：《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文物》1992
年第11期。

［12］松江府，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设，辖华亭县（今上

海），属江浙等地行中书省。

［13］1981年法门寺塔中与《普宁藏》散本一同发现的元刊

《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昧耶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经》，卷

尾有一则“大德十年丙午腊月成道日”松江府僧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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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八刻经题记，其中称：“近见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

经板未完，遂于大德十年闰正月为始，施财募缘，节续

雕刊，已及一千余卷；又见江南闽浙教藏经板比直北

教藏缺少秘密经律论数百卷，管主八发心敬于大都弘

法寺取到经本，就于杭州路立局，命工刊雕圆备，装印

补足直北腹里五台关西四川江南云南高丽等处大藏

教典，悉令圆满。”这些后补“秘密经”的经板在至正二

十三年（1363）由管主八之子管辇真吃剌舍入碛砂延

圣寺，与《碛砂藏》经板“一处安顿”。

［14］至元四年（1267年）在金中都城（今北京）东北另筑新

城，至元九年（1272年）改称大都，成为元朝的首都。

［15］李零：《避暑山庄和甘泉宫》，《花间一壶酒》，同心出版

社2005年，第143页。

［16］何继英：《申城古塔》，上海博物馆编《古塔遗珍》，上海

书画出版社2014年，第25页。

［17］王建文：《蒙元时期的南人士族——以任仁发家族为

例的考察》，上海博物馆“‘城市文明’国际学术研讨

会”论文稿。

［18］《松江府志·卷七十五·名迹》；清·周郁滨、释觉铭撰，

戴扬本标点：《珠里小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22］扎什伦布寺藏萨迦贡噶坚赞织锦像下可见“中华民国

浙江杭州都锦生丝织厂织”几字。参见徐汝聪：《一件

珍贵的藏传佛教祖师像》，《东南文化》1998年第2期。

Tibetan Buddhist Elements Contained by Artifacts Unearthed in Shanghai
XU Ru-cong

(Shanghai Museum, Shanghai, 201306)
Abstract: Since the Yuan dynasty, Tibetan Buddhism has been widely spread in regions outside Tibet,

bringing in distinctive religious ideas and arts. Among the numbers of temples and pagodas distributed in
the Jiangnan areas, the Buddhist artifacts unearthed from the“heavenly palaces”(tiangong) and under⁃
ground palaces (digong) of pagodas in Shanghai contain Tibetan Buddhist elements from the Yuan dynasty
through the Qing dynasty, providing material evidence of the spreading of Tibetan Buddhism in Jiangnan. Ex⁃
amining these artifacts may bring knowledge of the integrating mea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an and Ti⁃
betan cultures in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anghai areas; Yuanying Pagoda in Songjiang; Fahua Pa⁃
goda in Jiading; Tibetan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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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博物馆协会、南京博物院、美国艺术联

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Arts）、亚洲协会（Asia
Society）联合主办的“合作的力量：中美博物馆峰

会”于美国时间2016年9月25日至28日在纽约举

行。中美主要博物馆馆长和文博界领导人就两国

文化交流、建立馆际长期合作有效机制、促进馆长

间对话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

本次中美博物馆峰会缘起于两年前由南京博

物院联合美国艺术联盟在南京举办的中美博物馆

馆长论坛。当时，来自中美博物馆的五十余位馆长

和资深策展人参加了会议，对中美博物馆合作的

机遇与挑战进行了热烈、务实的探讨。

对于下一步的合作，中美双方希望：一是建立

良好的合作机制，双方确立固定的组织成员，定期

的会商机制，以推动活动的常态化；二是促成实质

性的合作项目。双方各自调研，拟就中美双方的合

作愿望清单，通过峰会的形式，促成实质性的合作

项目，推动合作向纵深发展。双方都期待，寻求能

够持续发展的、有建设性的互动方式，为中美博物

馆的成功合作搭建良好的平台。

合作的力量：中美博物馆峰会

（责任编辑：朱国平；校对：黄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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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松江圆应塔地宫出铜鎏金观音菩萨像 2.上海博物馆藏宋观音菩萨像 3.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铜观音菩萨像

4.上海松江圆应塔地宫出铜鎏金金刚铃 5.铜鎏金金刚铃上的天王和金刚杵纹样 6.铜鎏金金刚铃上的天王像

7.上海松江圆应塔地宫出铜鎏金祖师像 8.故宫博物院藏铜鎏金文殊菩萨像 9.西藏博物馆藏八思巴像唐卡

彩插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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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松江圆应塔地宫出青田石佛像 2.故宫博物院藏铜释迦牟尼佛像 3.上海博物馆藏元代青白釉药师佛像

7.上海松江圆应塔塔刹宝珠内出金阿閦佛像及背光刻铭、佛座底部刻铭

4.上海法华塔天宫出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像 5.上海任氏墓地出土金累丝嵌珠宝帽花

6.上海松江圆应塔塔刹宝珠内出主心木塔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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